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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梳理1998—2018年间国内外有关技术标准联盟的期刊文献，从技术标准联盟的特性、影响因素、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等三方面进行总结。首先，分析技术标准联盟定义并总结技术标准联盟与其他联盟形式相区别的特性；其次，从主要对技术标准联盟整体产生影响（网络密度、结构洞、小世界效应、关系强度、嵌入性、政府干预）和主要对联盟内企业产生影响（伙伴选择、网络中心性）两个角度，探讨在当下研究热点中这8个影响因素对标准联盟和联盟内企业的作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后，在分析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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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mbing the periodical literature of technical standards alliance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1998 to 2018,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ical standards alliance and performance. First of all,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efinition of technical standard alliance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echnical standard alliance and other forms of alliance. Secondly, from two angles: the main impact on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alliance as a whole(network density, structural holes, small-world effects, relationship intensity, embeddi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the impact on the enterprises within the alliance(partner selection, network centralit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se eight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standard alliance and the enterprises in the alliance. Final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shortcoming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is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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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现有的ISO/IEC国际标准中，由我国制定的国际标准仅仅占据1.3%的份额，这与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匹配。技术标准发展滞后使得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常常因面临技术壁垒而受制于人。自2015年以来，我国以政府政策主导的标准化工作逐步精准发力，在《国家标准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中提出，在实施标准化发展战略的前提下组织开展“标准化+”行动，广泛实施标准升级工程、新产业新动能标准领航工程、国内外标准互认工程。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修订通过标志着我国正式拉开了标准化改革的序幕，这为企业的创新发展与技术标准化活动提供顶层设计和法律支撑。2018年，国家标准委等10部委启动“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这些都为我国技术标准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契机。

技术标准对企业的生存和竞争，甚至垄断势力的形成和维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技术标准联盟作为以企业为主要参与者的技术标准化过程的重要载体，在知识创造、专利集成、技术标准制定、技术标准扩散与产业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使用Scopus平台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选择“standard-setting alliance”“standard-setting coalition”和“standard alliance”作为关键字，对1998—2018年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上的英文文献进行题目、摘要、关键词的检索，得到文献57篇；使用中国知网数据库，选择“技术标准联盟”或“标准联盟”作为关键字，对1998—2018年在中文核心期刊以及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进行篇名检索和关键词检索，得到文献82篇。本研究通过梳理并精选近20年的期刊文献，总结得出技术标准联盟具有3个明显与其他技术创新联盟（如R&D联盟和专利联盟）不同的特性，即主体多元性、网络外部性以及阶段竞争性；此外，还归纳出作为当下研究热点的8个标准联盟发展的影响因素，发现已有文献对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依托社会网络理论。从标准联盟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梳理出网络密度、结构洞、小世界效应、关系强度、嵌入性、政府干预6个主要影响因素；从联盟内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总结出伙伴选择和网络中心性2个主要影响因素，并归纳以上影响因素对创新绩效产生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与展望。，这将对我国技术标准联盟的发展和技术标准化工作的展开具有重要意义。

2  技术标准联盟的特性

技术标准联盟作为一种高级竞争形式的企业战略联盟，除了拥有与R&D联盟、专利联盟等技术创新联盟所共有的知识共享、研发风险共担、契约行为等性质之外，还拥有主体多元性、网络外部性的典型特征；此外，技术标准联盟还会在技术标准化过程的不同演进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竞争特性。

2.1  主体多元性
技术标准联盟（standard-setting alliance）一词首先由Axelrod等[2]提出，此后国内外学者从联盟对标准化的作用、企业进行标准联盟的动因、标准联盟的性质等方面对技术标准联盟进行定义[3-5]。对于技术标准联盟的成员构成，部分学者认为仅包含企业，并在实证研究时仅以企业为研究对象；这种观点主要是从标准联盟开发和争夺事实标准的角度出发的。杜伟锦等[4]认为，技术标准联盟是企业为了共享技术成果、降低标准化的成本和风险，围绕关键的核心技术达成协议，从而形成一种松散的契约型联盟组织机制。但也有学者认为，技术标准联盟的成员性质除了包含企业以外，还应体现政府、行业协会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的参与，使技术标准在行业内具有更广泛的影响；这种观点则将技术标准联盟确定在整个行业的角度，进行技术标准研制及产业化。李薇[6]认为技术标准联盟可以被视为一种典型的联盟组合或称为联盟网络形式，除了包含研发功能的技术企业和具有生产功能的生产企业外，联盟往往还有配套性技术企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参与。本文认为，现今技术标准联盟已经不仅仅是各联盟企业之间的微观层面的竞争。对比研发联盟、专利联盟等以增加局部市场竞争优势为目标的技术创新联盟的共性，技术标准联盟在技术标准制定与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上升到规范引领行业发展、打破技术贸易壁垒进行国际竞争的战略高度。尤其在复杂的国际标准制定中, 会涉及到企业、产业协会、国家政府、国际组织等各个层面的利益[7]。因此，在国家重点培育以及各地区重点发展的产业中，政府和行业协会在技术标准联盟的建立初期常常起到牵头作用，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产业孵化器、科技金融等创新资源进行整合，并积极采用如税收优惠、研发补贴、信息咨询等优惠政策支持技术标准联盟运行。因此，以企业为主体进行标准制定及执行、高校及科研机构为辅助技术支持、政府及行业协会为政策助力的技术标准联盟具有明显的主体多元性。

2.2 网络外部性

最初有关技术标准化网络外部性的研究，可以追溯到Farrell等[8]从消费者角度论述兼容性和标准化为消费者带来的直接外部性和间接外部性等益处的研究。之后，Axelrod等[2]以电脑行业9家计算机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案例研究，将网络外部性首次应用于技术标准联盟形成的研究中；其研究的基本假设有两个，一是假设加入特定标准联盟的企业的效用会随着联盟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二是企业的效用将随着联盟中竞争对手（尤其是与本企业接近的竞争对手）的存在而减少，之后依据以上假设阐述了标准发挥的经济作用，并在标准制定案例中提出基于纳什均衡的联盟形成模式的基本原理。技术标准联盟的网络外部性主要应用在技术标准竞争阶段，且学者们主要结合交易费用、安装基础、消费者预期、知识产权等方面对联盟网络外部性进行分析，如翁轶丛等[9]基于用户基础讨论技术标准的开放与独占，并引入技术联盟对主导厂商独占的反击行为，以及政府实施技术标准管制的情况；周青等[10]认为在网络外部性条件下，协作R&D网络与技术标准联盟形成的有效契合将有效节约交易费用、共享技术资源、扩大用户安装基础并形成技术兼容，最终达到加速技术标准扩散的效果；张海东[11]以网络效应为研究视角，从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融合的角度，结合政府标准化管理，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竞争提出建议；姚远等[12]认为技术标准在安装基础、消费者预期、正反馈机制以及锁定效应4个方面表现出极强的网络效应，且网络效应不仅存在于消费者的需求方面，还存在于辅助产品之间的需求中，并通过对31个专利联盟的实证分析指出技术标准网络效应下国际专利联盟发展的显著特征和优势。部分学者结合博弈论，就技术标准的网络外部性对技术标准竞争的作用进行分析，如吕品[13]应用动态博弈方法，从网络外部性角度讨论技术标准发起人对技术标准被采用的博弈情况，认为在两项技术标准竞争的情况下，两项标准若均无发起人，则技术标准的采用由技术优越性来决定，但在出现发起人的情况下，技术优越性次于技术标准发起人在标准采用中的作用；鲜于波等[14]应用行为博弈学习理论的EWA算法，通过计算机仿真解释了标准竞争和扩散现象的多样性，发现网络效应异质性、预期的强度和预期调整因子的取值大小对技术标准扩散有明显影响；杨蕙馨等[15]对开放手机联盟Android与苹果iOS的操作系统标准竞争进行案例研究，认为网络效应是技术标准竞争的内在机理，扩大安装基础、争夺比对手更多的采用者是标准竞争的主要做法。

2.3   阶段竞争性

技术标准联盟的阶段竞争性主要是因联盟处于技术标准化过程中的不同时期，主要有两种形式，即标准联盟之间的竞争和标准联盟内部的竞争[5]；也有学者将内外部竞争称之为技术标准联盟竞争的双重性[4]，但本文认为标准联盟的内外部竞争并非同时发生的。从技术标准的生命周期角度对技术标准化过程进行划分，可分解为标准制定期、标准推广期、标准成熟期和标准衰退期。不同技术标准联盟在对同一领域进行标准制定后，为获得更大的网络外部性，会在标准推广期对提供互补产品及服务的资源、供应商、用户等进行争夺，拥有更广阔用户辐射范围以及更多支持者的联盟标准将更易于被行业协会及政府所接受，甚至将联盟标准升级为行业标准乃至国家标准，因此在技术标准竞争的标准推广阶段，竞争主要表现为在联盟内部合作的情况下开展联盟间的竞争。而在技术标准成熟期，竞争主要体现为联盟内部企业成员之间的竞争，这是因为在标准成熟期，原有联盟标准已经取得了较为稳定的用户基础，主导设计也已经产生，联盟共同目标基本达成，此时“蛋糕的尺寸”已经基本固定，因此联盟内曾经进行合作的企业就成为“分蛋糕”的竞争对手，企业之间将会为了产品市场以及知识产权进行争夺。

3   技术标准联盟发展影响因素

本文从联盟整体和联盟中企业两个角度出发，对已有国内外研究中技术标准联盟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归纳，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得出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从联盟整体利益出发，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网络密度、结构洞、小世界效应对联盟整体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关系强度则常以调节变量出现在上述变量与绩效的关系中，而嵌入性主要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此外，政府干预对技术标准联盟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总是产生积极影响。从联盟中企业的角度出发，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伙伴选择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企业在标准联盟中的网络中心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而在技术标准联盟中，企业若要占据中心位置，则往往需要核心技术以及知识产权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在同一个联盟中的知识网络和商业网络的中心性可能并不重叠，因此二者对联盟整体标准制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3.1 联盟整体角度
3.1.1 网络密度
社会网络理论主要用于研究既定的社会行动者所形成的一系列关系和纽带，该理论将社会网络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社会行为[16]，且可同时运用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于技术标准联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间关系、组织联盟、网络治理等微观层面，且重点强调间接关系和路径对联盟网络关系整体的作用，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双边联盟仅关注于联盟内部两个伙伴之间的互动与决策[6]。网络密度作为社会网络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可用于刻画网络中节点间相互连接的密集程度，定义为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边数与可容纳的边数上限的比值，它反映了网络成员间互相连结 (interconnection)的程度[17]。实证研究表明，在技术标准联盟组合中，企业个体网络密度越稀疏，其对标准化的影响力越大[18]，其创新绩效也越高。产业创新网络的网络密度会增强产业创新体系中技术性、经济性、社会性自我强化机制，且与技术标准的路径依赖正相关[19]。

3.1.2 结构洞
结构洞是指两个社会行动者虽然不直接发生关系却共享一段间接关系的情况[20]。技术标准联盟中以公共供应商为结构洞的长期性上下游伙伴结构对于加速技术标准扩散具有内源性促进作用，贡献度取决于以结构洞为中介的双向知识流动比率的大小[21]。此外，如果不同标准联盟成员的网络结构洞彼此相似，则对知识外溢更加有利。在标准联盟网络中，中心度越高和结构洞越丰富的企业将在技术标准制定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22]，且企业拥有的关系数量越多，其创新绩效越高[23]。

3.1.3 小世界效应
小世界性源于Travers等[24]对志愿者寄信的发现，即之后的“六度分隔理论”或小世界效应。社会网络理论重点强调间接关系和路径的作用，网络关系侧重的是将社会中所有行动者包含在内的多视角间接关系和路径的集合体，而非表示两个相互关联的行动者。在小世界网络内部，关系高度聚集，行动者之间充斥着大量的关系短路径，而这些短路径会导致极高的绩效水平；绩效水平的提升最终会将小世界的关系网络汇聚成一点，之后积极效应就将发生逆转[25]。产业创新网络的网络规模和小世界性对产业创新体系中的技术性、经济性、社会性失衡与变异的增强，将对技术标准的路径突破产生正向影响[19]。
3.1.4 关系强度

关系强度可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它取决于关系双方在某一社会网络上的时间耗费、情感强度、亲密程度以及互惠关系。其中，弱关系在社会成员态度和行为方面比强关系更为重要[26]，且社会网络中的局部桥梁关系一定是弱关系，群体间的关系也常常是弱关系[27]。但这并不能代表在技术标准联盟中只有弱关系对联盟发展产生影响，对于技术标准联盟中成员间的关系强度问题，强关系与弱关系各有优势，在对关系强度的选择时需要注意联盟任务特征及两者之间的适应性[28]。在技术标准联盟的研究中，关系强度主要以调节变量的身份出现。关系强度在关系数量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之间起到调节作用，此外还会削弱网络密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负相关性，即当关系强度增大时，稀疏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会降低[23]。
3.1.5 嵌入性
嵌入性是指意图持续停留在某一网络中，并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创造、更新以及拓展网络关系的倾向[29]。与一般的网络关系相比，富有嵌入性的网络关系会因其行动者之间的高度信任、频繁的信息交换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更加牢固有力[30]。李薇等[31]将嵌入性分为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并且将技术标准联盟的竞争能力分为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之后分别探讨两种嵌入安排对两种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表明，在关系性嵌入机制中，且在核心技术成员之间，当联盟技术能力的提高依赖于伙伴间隐性技能的共享时，伙伴间需要建立强关系，而在结构性嵌入机制方面，中介机构参与技术标准联盟有利于联盟竞争能力的提高。Hu等[32]从网络嵌入的角度研究技术标准联盟合作伙伴选择机制，将网络嵌入划分为信任、信息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3个维度，证明网络嵌入在技术标准联盟伙伴选择与技术标准联盟绩效关系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3.1.6 政府干预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标准化都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和支持[33]，因此，政府作为标准联盟的主体之一，在此类联盟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与职能[34]。技术标准联盟内制定技术标准的核心企业与政府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技术标准制定阶段，联盟通过向政府和法定标准机构阐明自身技术标准的优越性，希望政府采纳联盟技术标准为法定标准；在技术标准推广期，技术标准联盟向联盟内的企业解读政府相关法律法规，这将降低政府在该领域的制度推行成本。此外，政府并非掌握技术标准所含核心技术和专利知识的一方，但却是制定相关政策的一方，所以对于政府制定的不合理政策，技术标准联盟作为整个行业的代表促使政府修改不合理的政策[35]。政府干预并非总会对标准联盟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如从PC接口标准（IEEE1394和USB）发展的案例中可以发现，政府过早对新技术标准实施保护可能阻止此项技术标准建立足够的用户基础，从而无法实现网络外部性，此时的法定标准很有可能被用户基础牢固且供应商众多的事实标准所取代[36]。
3.2 联盟内企业视角

3.2.1 伙伴选择
对于伙伴选择问题，学者们更多站在联盟核心企业的视角，对技术标准联盟建立的前期进行分析。从资源基础理论出发，在技术标准化的过程中，企业几乎无法拥有制定标准并将其扩散的全部资源，因此，大多数企业寻求能够提供所需关键资源的伙伴，并建立合作关系[37]。当企业与合作伙伴形成标准联盟并参与正式标准制定时，不仅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资源[38]，还能够降低因标准竞争锁定带来的巨大研发投入沉没等风险[39]，同时也能够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以增强消费者信心，帮助技术标准迅速占领市场[23]。现有学者们的研究证明了技术标准联盟伙伴选择对联盟成功与否具有紧密联系[40]。联盟伙伴关系还将影响到标准联盟的创新绩效[41]。在标准联盟伙伴选择的实证研究中，伙伴选择除了遵循一般联盟伙伴选择的4C原则[42]，即互补能力（complementary skills）、合作文化（cooperative cultures）、相互兼容目标（compatible goals）、相称的风险（commensurate levels of risk）以外，已有实证结果表明，信任、关系承诺、依赖性对技术标准联盟绩效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41]；而研发合作伙伴的功能和地理多样性对产品创新企业的创新绩效也具有重要的影响[43]。此外，为避免企业核心技术及知识产权被合作伙伴掌握，或联盟后出现核心刚性（core rigidity）等问题，需要将自身以及潜在伙伴的战略互补性和地位对称性进行对比，最终决定是否进行联盟以及进行何种程度的联盟[44]。
3.2.2 网络中心性
网络中心性即位于社会网络最中心的点，一般是最有利可图的点。网络中的社会行动者往往通过社会网络结构或社会网络中的定位来获取相应的社会资本[45]。已有实证研究常常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量网络中心性和网络密度[46-48]。社会网络通过对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进行评价，可以得出一个结点的中心性，而中心性决定着该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和权力大小。企业在联盟中越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对该企业越有利[22,49]，该企业在技术标准制定中的影响力也越大。占据标准联盟中心位置的企业往往需要拥有核心技术基础及知识产权，因为知识产权是企业技术标准化战略选择的基本因素，是标准化联盟网络的基础[50]。此外，Ram等[51]在对标准联盟投票过程的研究中，将联盟内企业的中心性划分为的知识中心性和商业中心性，发现知识网络处于中心位置的企业表现出反对标准制定态度的可能性较小，但在商业化网络中处于中心的企业却很可能表现出反对态度；在共同考虑这两种网络关系时，知识中心性会缓和商业化中心性的对立效应，使商业化中心效应随着知识中心水平的下降而增加。换言之，最有可能推迟标准化的是那些在知识网络中处于外围地位但仍处于商业化网络核心地位的企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些企业最容易因技术变化而失去知识。
4  主要结论及展望
纵观近20年以技术标准联盟为主题的相关研究，可以总结出当前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对技术标准联盟发展的影响因素及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通过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梳理，归纳总结出技术标准联盟的3个特性（主体多元性、网络外部性以及阶段竞争性）；在技术标准联盟发展的众多影响因素中，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网络中心度、网络密度、结构洞、小世界效应、关系强度和嵌入性，以及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伙伴选择和联盟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干预是当下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在以技术标准联盟整体目标与利益作为出发点进行研究时，联盟网络密度、结构洞、小世界效应、关系强度、嵌入性以及政府干预都对联盟整体绩效产生重要影响；以联盟中企业为研究视角时，网络中心性以及伙伴选择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主要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联盟内同一企业的知识中心性和商业中心性很有可能并不重合，这就使得那些在知识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但在商业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的企业不愿进行技术变革，从而阻碍联盟标准的制定。
近年来学者们对技术标准联盟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方法和内容也逐渐丰富，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 虽然技术标准联盟的主体多元性已逐渐得到学者认同，但现有实证研究的调研对象往往只有企业，并未将参与制定标准的科研机构、行业协会、政府等组织纳入到网络中，且并未考虑联盟核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对政府干预技术标准联盟发展的研究，并没有系统地从技术标准化的过程出发研究在标准化各个阶段政府主要发挥何种作用。

（2） 在研究伙伴选择的条件时，现有研究主要强调企业的知识产权，且网络中心性的测量项主要是对专利情况的描述，弱化了企业在非知识网络中的商业竞争地位；更侧重于将联盟网络结构作为自变量考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鲜有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网络关系质量对联盟及企业的作用，且对成员加入与退出联盟的动因缺乏完整的研究框架。
（3） 动态能力对于企业绩效和联盟绩效的积极影响已经被广泛证实，知识基础理论在战略联盟中的应用也日渐广泛，但在技术标准联盟的研究中却极少应用；且对于联盟企业领导人特性、技术人员工作行为等对技术标准联盟影响的组织行为方向的研究尚未展开。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对于包含政府及高校、科研机构的联盟网络研究，技术标准化过程中各阶段的政府作用、多角度网络结构对联盟内核心企业的绩效影响、技术标准联盟吸引力及联盟成员波动性的动因研究，联盟关系质量对联盟技术标准化过程的影响等主题，可能成为研究的热点方向；而对于结合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的有关知识管理、动态能力等的技术标准联盟的研究，将可能填补理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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